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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马燕日记》的中文版在北京首发：这是个力图改变被动局面的首发。马燕是宁夏同心县预旺乡张家树村里的一个十三岁女初中生，四年级开始写日记。她在日记里写道：“今年我上不起学了，我回来种田，供养弟弟上学，我一想起校园的欢笑声，就像在学校读书一样。我多么想读书啊！可是我家没钱。”2001年5月，法国《解放报》驻北京记者彼埃尔·阿斯基（中名韩石），在张家树村采访时，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和三本小册子。信是马燕写给她妈妈的，标题是“我想读书”；三本小册子是马燕在2001年前写的私人日记。2002年10月,《马燕日记——一个中国学生的正常生活》一书在法国出版，被法国《解放报》连载，感动了法国，撼动了欧洲，许多人纷纷写信慰问，纷纷解囊相助。由于得到了外国人的资助，马燕和当地60多个辍学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了。   
 
也许是历史巧安排，三十年前，曾发生过一起“马振抚事件”。1973年7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女生张玉勤，跳水库自杀了，死时十五岁。自杀的原因是她的英语只考了6分，还在考卷背面写了几句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去学外国文，不会ABCDE，也能当好革命接班人，接好革命班，还能埋葬帝修反。”班主任和校长认为她顶撞老师，批评了她，还让她写检查。她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第二年的1974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五号文件”，把这件事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指责马振扶公社中学搞“法西斯专政”、“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等。校长和班主任也因而以“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人命”的罪名被捕，分别被判两年徒刑。  

三十年前后发生的“二马”事件，是两个不相干的事件；但仔细推敲，人们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构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是一元化政权，其表现为一个党一个领袖高度集权的绝对领导。为了超越资本主义以显示政绩，毛泽东的中共，摈弃教育为国本的思想，竭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体制，借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了保证二元经济体制生存和发展，他们利用强大的专政机器，镇压一切反抗言行。在镇压一切反抗言行中，知识分子首当其冲。

知识是多元的，其发展是自由的。由于多元和自由，代表知识的知识界，必然是学派林立，而其成员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自由主义者。在民主社会里，通过“和而不同”的民主整合，使多元和自由精神变为国家的财富和发展动力；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则相反。一元化绝对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人（自称“公仆”）们，与多元和自由精神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必然要敌视、改造乃至镇压异己的知识分子，必然要改造产生这种多元和自由精神的载体——学校。这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共同选择。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是敌对势力，不能改造，就应打倒。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半反革命”和“极端的反革命派”，统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四十年代在延安，毛泽东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却一刀砍了知识分子代表王实味的头，并把延安80%的知识分子“抢救”成敌人——特务。五十年代，毛泽东狠批提倡以教育为国本的《武训传》，接着又把异己文艺思想者胡风打入监牢。到了1957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玩了个“引蛇出洞”的“阳谋”，把一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和阶级异己分子。为了抑制多元，镇压自由，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出了“教育要革命”的命令。在“教育革命”思想指导下，到1966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仇恨已达疯狂地步：在“横扫”中，他把数十万个知识分子打成“牛鬼蛇神”，逼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于此时，他又取消了初考、中考和高考，迫使全国中学停课多年，高等院校关闭长达7年之久，使数百万计的青、少年学生辍学，游离于街头和乡里。

中国从梁启超、严复倡办京师大学堂为起点，无论天灾人祸如何惨烈，作为立国之本的国民文化教育，从来没有中断过。就是在决定民族存亡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流亡大学，在战争中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栋梁之才。然而，在和平环境里，毛泽东却使数千万青、少年失学多年，他还将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驱赶到农村去劳动。由此可见，在国民文化教育层面上，毛泽东时代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年代。

毛泽东“教育革命”的目的是抑制多元，镇压自由，其实质是要革掉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把他们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为此，他为他的“教育革命”确定了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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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毛泽东时代广为流传贬低知识的一句话。这句话出自何人？目前尚有争议。但与毛泽东有关却无异议。毛泽东曾说：“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人说，在流传中，人们把这句话的前提忽略了，於是以讹传讹，“知识越多越反动”就变成毛泽东的原话。但仔细推敲一下，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话算到毛泽东头上也不为过。因为，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是说一不二的：路线对错与否，全由他一人拍板，因而谁的知识越多越进步、谁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全靠他一人敲定。

为了证明“知识越多越反动”，他把持有不同文艺思想的文学家胡风及其支持者，打成“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 把思想家胡适批成“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在文革中，他说：“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因此，知识分子中除郭沫若、范文澜外，绝大多数都被他打成了牛鬼蛇神，进行了残酷批斗。他对已死的鲁迅相对比较客气些。他说：“（如果鲁迅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他要工农兵领导学校的目的，是以“知识无用论”让教育为他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此，他压制知识分子对学校的垄断，怒骂学校是“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鼓动学生罢课。他对他的表侄孙女王海容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他到处鼓吹“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等等，鼓动学生造学校的反，造老师的反，使学校师生矛盾激化。“马振抚事件”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反映。

为了夺取学校的领导权，他发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的“最高指示”，先后派军宣队、工宣队、贫农代表，进驻城乡大、中、小学校，实现了工农兵对学校的领导。七十年代，他派“御林军”八三四一部队一名副科长迟群，担任北京和清华两所大学的一把手，他让他漂亮的女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零距离译电员“秘书”谢静宜，当两所大学的二把手。迟、谢统领两所顶级大学风光数年，直到毛死，成了这两个最高学府的校耻，更是中华民族的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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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读得越多越蠢”——这是六十年代毛泽东的一句口头禅。他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在“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说：“我对孩子讲，你读十几年书越读越蠢，什么也不懂。”1958年5月18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这些材料(注：当时印了一批古今中外发明家的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为了证明“书读得越多越蠢”是至理，他又煞费苦心地从历史纸堆里找出了许多“证据”。其中，他举宋徽宗当例子说：“（他）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指出这是“他们都是‘只专不红’，（才）亡了国”的。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他在关于卫生工作的谈话中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书读得越多越蠢。”对于哲学，他说：“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又说：“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不行。书本里怎么能出哲学？”

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学校是个什么样子呢？

1、红专大学。毛泽东说：“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于是，红专大学在农村公社、城市工矿企业里，雨后春笋般地创办了出来。此外，工大、农大、夜大、红专班等高等院校，也与红专大学争红斗艳，使毛泽东教育思想大放光采！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227所，到1960年猛增至1,289所，猛增5.6倍。据报导，大学里的教师一半以上，都是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和工人。例如，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红专综合大学”是当年的典型。全校共10个系，在校大学生529人。该校校舍是社员腾出来的民房；学生是各个生产队选拔出来成份好、觉悟高的男女青年；教授是土洋结合，土教授可能识字不多，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洋教授由原来的小学教师担任；毕业生一般能开拖垃机、写快板书、“拔白旗”和批判资产阶级。据笔者所知，许昌一个著名大企业的厂长，就是当年工厂红专大学的毕业生。由于这种大学太荒唐、太离谱，遭到了普遍抵制，随着三年人祸的终结，也很快夭折了。

2、半工半读学校。1961年7月30日，毛泽东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题词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题词中还要求“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半工半读）学校。”在(65)国农办字425号文件中，国务院指示：“遵照刘主席、周总理对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明年应结合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重点试办社来社去的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为逐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积累经验，为促进农村文化革命，实现科学种田造就人才。同时应当大力推广业余教育，满足下乡、在乡青年的学习要求。”这是“红专大学”的继承和发展。据说，全国在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高达一百多万，但多数是虎头蛇尾而夭折。

3、“五七”干校。红专大学和劳动大学的夭折，并没有使毛泽东死心。1966年5月7日，他给林彪发出一封信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信中要求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之后，人们常说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都是这个意思。这种小农经济思想反映到教育上，就是农耕教育。

农耕教育的典型很快被制造了出来。1968年5月，黑龙江省的柳河“五七”干校，正式诞生了。毛泽东欣然命笔批曰：“（干校）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于是，数百所“五七”干部学校，在各地拔地而起，全国一片“红”。

立足于农村的“五七”干校，体现了毛泽东“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农耕教育思想。学工，就是盖房、挖渠、砸油、磨粉之类；学政治，就是读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林彪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学军呢，有吹哨起床，排队下地干活的操练；只有学农范围较广，春种、夏锄、秋收、冬备，样样得按时，样样不能少。学文呢？据传，对于那些高知学员们，诸如那些专家教授们，尽管他们懂得什么运筹、模糊等高等数学，或会做诗写文章，但由于“书读得越多越蠢”，急需由工农兵给他们做“启蒙”教育。其中，补一补四则、分数，讲一讲《雷锋日记》，在有些干校也曾出现过。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要搞四个现代化，“修正”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下令停办“五七”干校。由是，长命十年的“五七”干校寿终正寝，数十万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才从劳改生涯中解脱了出来。

4、取消文科大学。在毛泽东看来，学校是“滋生”多元和自由的“温床”，尤以文科大学为甚。因此，他发出“最高指示”说：“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很明显，他要把文科大学生统统撵出大学。在无声的抗议中，在办不办大学问题上，他的立场有所松动。但却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坚持不办文科大学。

5、降低大学门槛。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据此，主管教育部门在恢复大学教育时，以选拔、推荐制取代升学考试制，选拔和推荐工农兵中的高、初中生入校，兼顾少数小学毕业生。以选拔、推荐制取代升学考试制后，迅速引发了以权、钱、性贿赂的“走后门”风潮。据报导，浙江大学因招收了一对父女而名扬天下，一时间，“父女同上一所大学”传为“佳话”。

6、学校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与“五七”干校同样，阶级斗争和参加劳动已成了全国大、中、小学的两门主课。有篇报导说：“1971年春，四川成都、重庆两市先后动员初中毕业生41,068人到云南边疆‘插场’，年龄最大十八岁，最小十四岁。”“这些知青是该省在‘文革’中培养的首批初中生。他们大多于1969年春季入学，两年学制共学完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手册》和数量惊人的学工、学农、学军课，从而实现了由学生到知识分子的‘飞跃’，达到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的标准。”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文化课被边缘化。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女生张玉勤的自杀，也是文化课被边缘化的结果。

显而易见，毛泽东心目中的学校，是既要少花钱、又要少读书、还要多务农、那种“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的农耕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农耕思想指导下的“教育革命”，在抑制提高教育的同时，使普及教育有了较大发展。

据统计：全国普通中学的数量，从1956年的6,715所，到1958年已达28,931所，猛增4.3倍；中学生数从1956年的516万，增至1958年的852万，猛增65%。据笔者观察，全国2.6万多个人民公社，几乎每社都建有一所初级中学，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个简陋小学，每个农场的生产队，都有一个不分班级由一个教师授课的小学。小学老师多数是亦工亦农的代课老师（后称民办教师），其文化程度多为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显然，这种普及是以抑制提高即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的，符合“书读得越多越蠢”的说教；这种低质量的普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及。但这种高普及率却是毛泽东引以自豪的。

[bookmark: “教育革命”目的之三是压缩教育经费、抑制学校的发展]“教育革命”任务之三是压缩教育经费、抑制学校的发展  

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抑制多元、镇压自由的“教育革命”，其必然选择是压缩教育经费、遏制高等学校的发展。

“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道理，发达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认识到了，而且不惜代价地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不肯接受这个道理。在五十年代，他们通过宣传机器振振有词地向人民宣讲“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大办教育”的道理。1954年，《中国青年》在《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一文中，传达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官员的声音：“挪用国家任何其他方面的预算来办学校，都会破坏国家的整个建设计划……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无法满足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无法满足，这种情况要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可以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为止。”自此，压缩教育经费、抑制学校的发展有了“理论”根据。

据《经济问题》1983年报导：我国目前人均教育经费不超过9美元，而八年前的1975年，美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已达471.42美元，日本也已达247.74美元。又据《当代财经》1986年报导：日本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年中，教育经费增加了十倍；1971年，日本的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开支的20.4%，而那一年，我国教育经费仅占国家总预算开支的4.5%。又据《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报导：1975年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为6.2%，法国为5.6%，日本为5.5%，中国仅为1.8%。又据《新京报》2007年报导：1950年～1980年，日本教育经费占GDP5%以上，中国的台湾占4%以上，大陆到1999年，才占2.79%。尽管我国教育经费少得可怜，但在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必须坚决”“缩小文教规模”的决定。《决定》要求“文教队伍的精减，主要地应当放在今年暑假期内进行，今年寒假或者明年暑假扫尾。”《决定》还规定，“国家办的中、小学可以转一批为社办公助或者民办公助”，以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

总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5%～3.0%之间徘徊，始终处于世界下游，教育水平处于“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低层次上，高等学校受到重创，许多地方的小学教育处于扫盲水平上。这种符合“书读得越多越蠢”理论的教育现状，与“六亿人民尽舜尧”的泱泱大国、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改革开放后，中共的教育思想有了积极的变化。整顿了学校秩序，重视高等教育，恢复了高考，特别是1986年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使没有保障的“基础教育”，转变为有法律保障的九年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制，确立了分级办学体制，基本上采用了“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办学模式，生源、教育资金来源都有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bookmark: 文中1]但由于中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知识越多越反动”和“书读得越多越蠢”等反智主义没有得到清算，“新”的教育思想没能摆脱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束缚，仍然坚持在低投入条件下实施教育。

据报导：1994年，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在世界155个国家中，名列第149位，位居非洲穷国乌干达之后。又据报导，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考察结束，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据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的统计资料：1992年,中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为109.76亿美元,同期，美国投入3145.76亿美元,日本投入1649.54亿美元,德国投入925.11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投入的绝对值，只占美国的3.5%，占日本的6.7%，占德国的11.9%，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如果按人均计算，则差距更大。2005年1月，《中国经济时报》透露：“城市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教育费用基本上由政府承担，而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费用绝大部分由农民自己承担。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实际上主要还是由农民们自己负担的，在全部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竟高达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2%。”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普及是在压抑提高条件下的普及，那么，邓小平时代的提高则是在降低普及率条件下的提高。因为，在教育经费低投入的条件下，提高与普及不可能兼得。社会主义中国的新主人们，在改变毛泽东压制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却使普及教育付出了代价。

一位经济学硕士、曾当过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因他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上书朱榕基总理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一举成名，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2005年5月24日，凤凰网发表了他的“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一文。文中说：“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又据河南电视台民生频道2010年9月4日报导，孟津县一些农村中学缺少桌凳，麻屯二中学生自带桌凳上学，有的学校则要学生拿70元购买桌凳。教育经费的低投入使教育普及付出了代价，农民是其代价的主要承担者，而宁夏同心县无钱上学的马燕，就是这种代价的受害者。 
    　　     　　
中共新主人们在教育上的提高，是在降低普及率条件下的提高，又是在抑制多元、镇压自由的“教育革命”思想基础上的提高。他们做到的仅仅是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名为“教育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但人们都很清楚，无论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是“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都是为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权力服务：他们任命的学校书记和校长，很少有真正的教育家，大多都是为这种统治权力服务的政治工作者。

二元化的畸形经济和低投入的畸形教育，相辅相成，催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促成了其运动的畸形化。


附1、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四项基本原则是：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3、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4、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